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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携程、滴滴出行、

P2P 网贷等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这些互联网平台兼具“互联网＋”、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多重身

份，颠覆了传统企业的产业链依附模式，塑造出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平台为中心的双边或多边市

场生态[1]。双边或多边市场的低边际成本与显著网络效应[2]，又赋予互联网平台天然的扩张基因，它们

结构主义视阈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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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竹之势汇聚着高黏度活跃用户和海量数据信息，迅速成长为亿级乃至十亿级用户规模的超级网

络平台，在激发实体经济活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拓展经济活动空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

互联网平台经济在惠及大众的同时，也滋生诸多市场乱象。百度“魏则西事件”、阿里“二选一”

事件、腾讯云事件、携程“搭售”事件、滴滴顺风车乘客遇害案件、P2P 网贷集中“爆雷”事件等，无一

不超出了传统理论对市场失灵和治理失灵的认知，凸显了传统治理范式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不对称，

引发公众对互联网平台的信任危机。有鉴于此，国内外学者和政府意识到加强互联网平台经济治

理的重要性，一些理论建议与实践举措纷纷出台，如：欧盟委员会因谷歌非法支持自家购物服务开

出 27 亿美元的罚单；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Jonathan Taplin 在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一书中建议对

不断扩张的超级互联网平台进行分拆 [2]；英国《卫报》提议对谷歌、Facebook 和亚马逊实施国有化管

理[3]；我国交通运输部就滴滴“空姐遇害”发表《检验网约车发展的标准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警醒

关注网约车平台的社会责任和治理问题。但是，现有治理举措的实施效果不甚明显，且治理措施本

身也常引起争议。这既反映出互联网平台经济存在的市场风险，也折射出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面

临的现实困境。

现实的演绎引发我们关注和思考以下问题：政府治理为什么没能有效防范互联网平台经济乱象

的发生？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困境是怎样形成的？引发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困境的原因又是什

么？本文尝试以网约车为案例展开研究，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探究互联网技术创新、平台经济模式

变革与治理活动之间的耦合关系，阐释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困境的形成机理，为优化互联网平台经济

治理寻找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二、文献综述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网络经济学和产业组织学的前沿课题。自 1996 年起，美国沃尔玛对 Visa 和

Master这两大信用卡巨头的反垄断监管引起学者对平台经济现象的关注。互联网平台经济具有哪些

新型特征？是否需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实施治理？政府治理政策又应作何变迁？相关研究主要从定

价、垄断和外部性方面解答上述问题。在定价方面，Armstrong & Wright 首先证明了平台企业实施不

对称定价和低于边际成本定价的可能性[4]，Rochet & Tirole 进一步指出平台企业实施不对称定价不会

导致市场失灵的发生[5]，Jullien & Sandzantman 认为禁止内容供应商的价格歧视政策反而会偏离帕累

托最优，建议政府不要干预平台企业的不对称价格结构[6]。在垄断方面，D. S. Evans 指出针对平台企

业垄断情况的判断比传统工业企业更加复杂[7]，平台企业实施交叉补贴或捆绑销售的行为不再是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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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势力存在的充分条件。程贵孙等认为政府需要遵循“宁宽勿窄”的原则，建立一套新的基于平台

经济的产业治理策略，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创造比传统企业和网络性不强的创新型企业更加宽松的产

业发展环境[1]。在外部性方面，部分学者对互联网平台模式化解市场失灵的能力予以肯定，如认为网

约车可以通过动态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2]；专车除存在公共安全风险外，可自行避免

过度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3]。同时有学者对互联网平台模式的负外部性表示担忧，指出互联网平台

市场存在严重的“柠檬问题”[4]；也有学者认为网约车数量激增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建议通过

数量上限管制和价格上、下限管制的组合策略降低网约车的负外部性[5]。

为适应互联网平台经济特征而开展的治理变革，不仅体现在治理政策的调整方面，也反映在治理

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变迁中。正如俞可平所言，是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双重困境让西方学者意识到

“治理”取代“统治”的必要性[6]。建立在合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倡非政府主体以合作伙伴的角色参

与治理，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研究的主流观点。黄璜认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因具备技术优势和平

台优势而在某些方面比政府更擅长治理市场，政府同互联网平台企业建立“合作规制”关系十分必要[7]；

李俊生和姚东旻通过分析“魏则西事件”发现，要破解互联网搜索服务领域的治理失灵现象，应当构建

以市场平台观为核心的新市场财政学范式，确立互联网搜索服务商与政府同属市场平台平等成员的

关系体系[8]；汪旭晖和张其林认为解决互联网平台市场的“柠檬问题”离不开平台治理机制，传统的“市

场治理-行政治理”双元模式应转变为“市场治理-平台治理-行政治理”三元复合模式[9]；王俐和周向

红则指出互联网平台企业参与治理面临主体、制度与环境的多重挑战，主张秉持政企合作治理理念，

推动平台治理向深度参与和有效参与的方向转变[10]。

综上所述，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推动着治理活动的系统性变革。现有研究既觉察到互联

网平台经济存在的市场风险及治理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又肯定了治理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管制走

向合作的变迁路径。然而，既有研究缺乏对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有效性的深入讨论，忽视了互联网平

台经济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究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困境及其形成机理，揭示

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与传统经济治理的差异性，以搭建连通互联网平台经济变革与治理变革之间的

理论桥梁。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 ζτΆ Җ 治理活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事实

上，治理活动是由若干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复杂系统。不少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借助利益

[1]程贵孙、陈宏民、孙武军：《双边市场视角下的平台企业行为研究》，〔北京〕《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9期。

[2]董成惠：《网约车类共享经济的价值分析》，《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

[3]张珍星、陈虹睿：《市场失灵视角下互联网专车监管制度的构建》，〔广州〕《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4][9]汪旭晖、张其林：《平台型网络市场“平台—政府”双元管理范式研究——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案例分析》，〔北

京〕《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3期。

[5]甄艺凯：《网约车管制新政研究》，〔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8期。

[6]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北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

[7]黄璜：《互联网+、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北京〕《电子政务》2015年第7期。

[8]李俊生、姚东旻：《互联网搜索服务的性质与其市场供给方式初探——基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分析》，〔北京〕《管理

世界》2016年第8期。

[10]王俐、周向红：《平台型企业参与公共服务治理的有效机制研究——以网约车为例》，〔沈阳〕《东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78



社 会 学 研 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4· ·

集团博弈分析框架[1]、多中心嵌入分析框架[2]、政策过程与工具分析框架[3]考察治理活动的运作机理。

其中，利益集团博弈和多中心嵌入分析框架把治理对象由单一政府拓展到多元主体，政策过程与工具

分析框架将治理活动从单一环节延伸至全过程。但上述理论框架侧重于考察治理活动某一特定要素

的特征，难以有效阐释治理活动与经济模式之间的非线性复杂关系。

结构主义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相对成熟且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研究工具。结构主义在生物学功

能主义、孔德实证主义、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20 世纪中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系统地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4]，指出结构在于系统要素的有机组合而非机械堆积，强调特

定结构表现出特定功能的理论内涵。20 世纪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反思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摒弃了社会学中结构与行为二元分立的理论分野，提出社会系统

的结构性特征既构成社会系统客观条件也构成社会系统结果表现的观点[5]。从内在本质上看，结构主

义强调结构要素对社会系统的重要作用：当社会系统结构处于稳定状态时，系统行为与系统功能得到

巩固或强化；当社会系统的既有结构被打破或重塑时，系统行为与系统功能也会发生变迁。

结构主义对治理活动具有很强的契合度和解释力。社会治理理论的更新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变

革便是伴随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化而展开的[6]。在结构主义范式下，学者探讨了社会治理转型[7]、社会治

理绩效[8]、社会治理失灵[9]等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结构性因素。既有研究表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弥补利

益集团博弈理论、多中心嵌入理论和政策工具过程理论的不足，为解析治理活动提供一个整体性和综

合性的理论视角。

2.Υ Ά ԇ 理解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困境，需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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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突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增强研究的正当性。

具体地，选择网约车作为研究样本符合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原则，可为理解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提

供杯水观澜的范例。一方面，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迭代，网约车颠覆性创新出“专车”“快车”“顺风车”

等新兴业态。基于“乘客-平台-司机”的交易模式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构非中性，体现了互

联网平台经济的一般性特征。另一方面，网约车在发展之初绕开政府审批直接进入市场运营，“技术

红利”与“非法客运”的双重标签让有关网约车治理的争论甚嚣尘上[1]。在几经公开与非公开的多方博

弈后，国务院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第 60 号）》

（下称《管理办法》），正式肯定了网约车运营的合法地位。在《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的近三年时间里，相

关国家部委和地方交通执法部门多次开展网约车整治运动并约谈网约车平台，但是网约车市场仍存

在诸多处于制度“灰色地带”甚至超出制度边界的市场乱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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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官僚式”治理结构与“合作式”治理结构的比较

注：本图由作者自制而成。

营数据接入监管平台”的方式监管网约车市场。如图1所示，从传统出租车治理到网约车治理，“官僚

制”治理结构被“合作式”结构所取代，治理活动对非政府主体的依赖性显著加强。

[1]郑家昊：《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实践特性与理论确认》，〔重庆〕《探索》2018年第1期。

表3 滴滴出行平台的网络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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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根据滴滴出行（V5.2.16_424）、滴滴车主（V5.1.18）、滴滴企业版（V2.2.6）整理而成，最
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6日。

2.ł Ń ; ᾇł ╪ Ńł ḏŃ “合作式”治理变革要求非政

府主体发挥治理功能并承担相应责任。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社会治理工具已经超越了“政府治理

工具”的范畴，成为由“政府治理工具”和“非政府治理工具”共同构成的作为总体性存在的治理工具

体系[1]。实然的层面上，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改变着治理活动的技术特征与时空分布，形塑网约车

市场的治理格局。

网约车服务前阶段，在线审核系统与网络规则体系用于防范市场运营风险。（1）在线审核系统。

互联网平台通常根据经营业务对用户特征的要求制定用户准入标准：按照付费与否，分为免费加入和

付费加入两类；按照身份认证条件，分为开放加入、注册加入、实名认证与背景审查四类。出于运营安

全的考虑，网约车平台设置了用户在线实名认证及背景审查程序，实现了线上治理与线下情境的交互

融合。（2）网络规则体系。网约车平台通过自制管理契约形成了一套具有约束性的平台规则体系，其

中规定了平台方、用户方和第三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关系。表 3 以滴滴出行为例，列举了网约车平

台制定的基础规则、

专属规则、管理规范

与公告通知。这些网

络规则由平台主导制

定并通过网络途径生

效与传播，具备约束

现实世界及网络社会

的实质性法律效力。

网约车服务中阶

段，智能算法程序用于监测市场秩序并生成市场治理策略。平台利用移动智能终端、物联网与云计算

技术，实现对网约车市场的实时动态监测，其所采集的“数字足迹”为智能算法运营提供必要数据信息

资料。继而，建立在大数据训练与机器学习基础上的智能算法，可以比人工经验更迅速地匹配网约车

供需信息并给定市场出清价格。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的相辅相成，形塑了一个基于算法代码的数字化

市场环境，市场行动的微观机理与平台治理的真实意图隐藏在算法代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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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赛博空间”的“镜像”治理结构

注：本图由作者自制而成。

网约车服务后阶段，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关键要素。为降低用户风险感知以提高

平台信任度，网约车平台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和便捷性优势，建立起面向平台双边用户的规模庞大的

在线声誉机制（用户评价系统）。有研究认为在线声誉机制存在评价噪音[1]、评价参与度低[2]等缺陷，也

有研究证明在线声誉机制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现象，是能够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自我监管方式[3]。尽管在

线声誉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治理效用尚未有定论，但是在线声誉机制为治理决策提供了必

要信息资源，将线下服务与线上治理链接融合起来。

综上所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算法技术向非政府主体赋能，互联网平台市场创造出在线审

核系统、网络规则体系、智能算法程序和在线声誉机制等新型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如同一只

“数字化的手”，以“上帝视角”监测市场情境并做出治理决策。可以发现，从传统出租车治理到网约

车治理，“物理空间”的线下治理结构已经转向“赛博空间”（Cyberspace）[4]的“镜像”治理结构。如图

2 所示，在“镜像”治理结构中，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有机结合，数据与算法成为驱动治理活动的

关键要素。

[1]张新香、胡立君：《声誉机制、第三方契约服务与平台繁荣》，〔北京〕《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2]Dellarocas, C. and Wood, C.A.,“The Sound of Silence in Online Feedback: Estimating Trading Risks in the Presence of
Reporting Bias”, Management Science, 2008, 54(3), pp.460-476.

[3]Cohen, M. and Sundararajan, A.,“Self-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Peer-to-Peer Sharing Economy”, The Universi⁃

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15, 82, pp.116-133.
[4]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由美国科幻小说作家 William Ford Gibson 于 1982 年首次提出的抽象概念，指计算机网

络中的虚拟现实世界。赛博空间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5]李文彬、陈晓运：《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框架》，〔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5期。

[6]Hayek, F.A.,“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35(4), pp.519-530.

五、治理困境的形成机理

如前所述，互联网技术创新、平台经济变革与治理政策变迁的多元力量作用于网约车治理场景，

驱动“官僚制”治理结构与线下治理结构的瓦解以及“合作式”治理结构与“镜像”治理结构的建立。基

于结构主义的理论内涵，治理活动的结构性变迁可能诱发不同程度的治理失灵与功能紊乱，产生社会

治理的现实困境。

1. Ẻ Ά 政府治理能力是政府治理成效的基本保障。政府治理能力并

非抽象意义上的整体性存在，而是由系列执法工具构成的具体性的存在[5]。在“赛博空间”的“镜像”治

理结构中，针对数据与算法的治理能力成为影响政府治理成效的核心变量。

20 世纪中叶，哈耶克曾对政府获取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提出质疑，认为数据信息广泛分

散在个体手中而无法被政府集中掌握，致使政府治理面临“知识问题”[6]。在数字化程度攀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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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让政府的数据收集能力远远超越了哈耶克时代的局限，那么政府治理是否已经化解“知识

问题”的困扰？事实上，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崛起正在打造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计划经济”体系，其主

导者是互联网平台专业技术人员而非政府部门工作人员[1]。在由数据信息建构的“计划经济”体系中，

政府部门通过自身获取完整治理信息的成本高昂，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治理信息又不得不承担信息

不对称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按照《管理办法》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

法》（交办运〔2018〕24号）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及时、全面地向政府部门提供治理信息并接受政府部

门监管。实然的层面上，利益驱动网约车平台产生躲避政府监管的行为动机，接入监管平台的数据信

息存在严重错漏问题（见表1），政府监管仍然面临“知识问题”的困扰。

即使政府部门掌握与治理相关的完全数据信息，要实施算法监管仍存在不少现实障碍。在互

联网平台经济的“镜像”空间中，基于机器深度学习的算法技术逻辑超越了依赖合规性判断的“事后

监管”路径[2]，“不可解释隐忧”“自我强化困境”与“主体性难题”的多重挑战致使现有传统执法工具

在算法监管中失去效力[3]。现有研究针对算法监管的特定议题展开了具体政策分析，却尚未形成整

体性思路[4]。线上治理压力迫使政府转向“运动式”执法与“约谈”为主的末端治理，专项整治运动在

形式上执行了打击非法运营的职责，却无力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新型治理难题

（见表 1）。

2. ᾀ Ά 无论是公共利益说或是利益集团说，都隐含着“政府并非治理

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样一个命题。不同的是，市场效率逻辑与企业逐利本质深刻影响着互联网平台

参与治理的策略选择。当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相互协同时，互联网平台产生加强治理的自我激励[5]；

而当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不相一致时，平台治理存在优先平台价值的行为动机，可能产生背离公共利

益的平台治理失灵现象。

交叉网络外部性与审核漏洞。平台经济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决定了“鸡蛋相生”问题对互联网平台

发展的重要意义[6]。在市场进入阶段，网约车平台需要快速累积用户基础以达到平台生存所需的最低

网络规模。由于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规范将引发市场挤出效应与成本效应，有违网约车平台的市场扩

张战略。因此，市场效率逻辑驱动网约车平台选择“以考代管”“在线审核”的治理路径，放松监管导致

大比例非合法司机涌入网约车市场（见表1），为网约车出行留下安全隐患。

算法“黑箱”与潜在风险。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算法犹如一只“数字化的手”配置市场资源并制

定治理策略，躲在算法背后的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以网约车为例，平台的动态定

价算法不仅为乘客提供市场基准价格，还是决定何时/何地提价、提价幅度、存续期间长短等问题的主

脑。算法的技术门槛与商业属性令普通用户难以探究算法加价标准与派单逻辑的确实依据，“滴滴一

下，马上加价”成为许多网约车用户遭遇过的真实体验（见表1）。然而，“价格歧视”或许仅是算法“黑

[1]〔美〕阿里尔·扎拉奇、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

版集团2018年版，第274页。

[2]贾开、蒋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选择》，〔北京〕《中国行政管理》

2017年第10期。

[3]贾开：《人工智能与算法治理研究》，〔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期。

[4]张凌寒：《风险防范下算法的监管路径研究》，〔上海〕《交大法学》2018年第4期。

[5]如在专车为代表的中高端市场，司机准入的层层筛选、严格培训到五星司机认证计划，滴滴出行致力于提升服务

安全与服务质量；“无障碍专车”“空地出行交通互联”“宝贝专车”等服务，致力于满足差异化的乘客需求。

[6]Rochet, J. C. and Tirole, J.,“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

tion, 2003, 1（4）, pp.99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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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潜在风险的冰山一角，“算法共谋”“场景欺骗”等算法风险不容忽视[1]，互联网平台及其大数据算法

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网络格式合同陷阱。格式合同指为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对方只能选择全部同意或全部不同意

的合同[2]。格式合同在互联网环境中衍生出拆封合同与点击合同等网络格式合同。表 3 所列举的基

础规则、专属规则、管理规范及公告通知均属网络格式合同的范畴。由于网络格式合同的达成发生在

虚拟与现实交融的“镜像”空间中，因此用户容易陷入“独立语境”而难以获得足够信息支持与提醒服

务，成为合同条款的被动接受者。如在《专快车服务合作协议》中，“您同意我司按照不时更新的费用

结算标准向您因上述合作定期或不定期结算”的网络格式条款，为网约车平台单方变更费用结算标准

预留了制度空间。

综上，在“赛博空间”的“镜像”治理结构中，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公域与私域在网约车市场中

交叠，网约车治理场景愈加复杂。平台逐利本质与治理工具的不对称，放大了网约车市场发生审核漏

洞、算法黑箱、网络格式合同陷阱的潜在风险。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着电商平台、黑餐馆隐匿在外卖平

台、竞价排名与虚假信息活跃在搜索平台等现象共同说明，归属平台的治理权力若缺乏有效约束，会

因平台逐利天性而发生“平台治理失灵”，滋生市场乱象。

3.ł Ńɞζӏ Ά ҖלΆ΅ 互联网平台经济涉及多元主体与多重利益关系，公

民和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结构地位与功能空间应该被重视。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处于先

试先行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表现喜忧参半。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技术拓展了公民参与

治理的“线上”空间，滴滴“公众评议会”[3]、用户评价系统等治理工具让现实情境中的利益诉求能够通

过网络途径高效表达。从治理行动的本质来看，公民参与治理强化的是个体性的利益自觉与利益意

识[4]，在反对集权性的政府安排与平台意志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个体意识的“有限理性”促使公民

更多地关注服务收费，常忽略了司机资质、车辆状况与保险情况等不确定性所蕴含的安全风险。安全

标准降低的潜在风险向全社会转移，个体意识的“有限理性”汇聚产生社会治理的“公地悲剧”，从网约

车人车不符、顺风车乘客遇害（见表1）等现实情境中可见一斑。

除个体之外，社会组织是参与治理的重要社会主体。传统出租车治理场域中，出租车行业协会与

工会组织在维护出租车车主与出租车司机权益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网约车的颠覆性变革重塑了出

租车治理场域的主体结构与技术特征，要求行业组织的技术、管理和关系特征应时而变。截至目前，

仅有个别省市（如河南省和湖北武汉市）成立了网约车协会和网约车工作委员会，各大城市的网约车

行业协会与工会组织仍在酝酿准备中。整体来看，我国网约车相关的社会组织严重不足，更谈不上相

关社会组织在网约车治理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了。

4. ɞ Ά ҖלΆ΅ Ẵ 网约车乱象并非一个孤

立的现象，互联网平台经济乱象遍及各个市场领域，而现有治理举措的成效不甚理想。互联网平台经

济治理为什么出现真空地带？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治理困境是如何产生的？基于结构主义理论、以网

约车为案例的研究发现，政府治理失效、平台治理失灵与社会参与不足的共生时态成为治理困境的原

[1]〔美〕阿里尔·扎拉奇、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

集团2018年版，第104-107页。

[2]张渊、朱晓燕：《网络时代的新契约网络格式合同》，〔长春〕《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

[3]滴滴“公众评议会”是“滴滴出行”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11月2日上线的面向社会各界的网约车话题投票与评论

机制，投票结果与评论建议将直接反馈给网约车平台相关团队，为平台优化产品方案、更新平台规则提供参考。

[4]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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